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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門聖賢皆孝子： 

明清之際理學關於成聖與家庭人倫的論述
∗

 

呂妙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主要討論明清之際家庭人倫與儒學成聖的關係，指出清初儒者除了嚴厲批判向

內靜修以悟道的工夫型態外，也更強調家庭是儒者修德之場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克盡

人倫之職，以孝親出發，才是成聖的首要工夫。家庭是每個人命定的一部分，儒者成聖

之道唯有在事親盡孝之中，才可能完成。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儒者對於聖賢的描述也

更強調家庭孝子的形象。即使沒有特殊孝行史料佐證，仍極力闡揚孔子、顏回之大孝，

正因為深信五倫即天理、孝弟為入聖之階，故聖賢必定是孝子。清初儒學走過晚明融會

三教、心性本體高峰後，再次定位於家庭日用人倫中的聖賢之教，只是在重視日用人倫

時，儒士並未放棄對天理與道德本性的信念，甚至可能更多講求尊天與事天之學。 

關鍵詞：明清之際，儒學，聖賢，孝，家庭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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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主要探討在明清之際儒學經歷重大變化的過程中，學者如何重新論述儒學

的真義、定義正確的成聖工夫。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向為學界所重視，過去學者在

討論學風轉向時，多留意理學衰微的現象，指出此時期有從理學到樸學的變化，以

及轉向經世實學、禮教主義興起、禮治社會思想形成等現象。1 然而，理學話語與

相關論題並未消失於清代，程朱理學不僅居清初學術主流地位，也仍是科舉考試的

主要內容。本文選擇以明清之際理學論述為研究主題，希望探討此時期理學思想對

於晚明的承繼與變化，藉此回應明末清初學風轉變的大議題。 

雖然從晚明開始，許多儒者對於陽明學有嚴厲的批判，也有一波回歸程朱學的

風潮，但其間實有更複雜的承繼與變化關係。陽明學重視個人良知本體，代表著中

國思想史上發揚個人道德主體性的一個高峰；晚明儒士對於生死議題的關注與論

述，也有相當突出的表現。2 就生死議題而言，清儒承續了晚明的關懷，持續發表

論述。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清初傾向程朱學的儒者卻一反朱子存而不論的態度，明

確反對「人死氣散」、「人死無知」的看法。他們相信個人通過道德修養成聖，可

以達到個體生命不朽的境界；儒家聖賢的道德成就不僅止於當世教化的意義，也不

只存留於人們或歷史記憶中，而是能夠超越死亡的限制，達到個體神靈不滅、陟降

上帝左右的境界。3 這些發展顯示清初儒學延續了晚明的陽明學，展現重視個人道

德主體的面向。  

                                                 
1 這方面的論著很多，包括何佑森，《清代學術思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明清之

際學術風氣的轉變及其發展〉、〈明末清初的實學〉，頁 47-87；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林聰舜，《明清之際儒學思想的變遷與發展》（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1990）；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2012），頁 353-392。 
2 龔鵬程，《晚明思潮》（臺北：里仁書局，1994），頁 224；呂妙芬，〈儒釋交融的聖人觀：從晚

明儒家聖人與菩薩形象相似處及對生死議題的關注談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32（臺北：1999），頁 165-207。 
3 呂妙芬，〈明清儒學生死觀的新發展〉，收入呂妙芬主編，《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家庭、宗

教與物質網絡》（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 1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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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明清之際理學思想的轉變仍然十分明顯。明代陽明學從義理到工夫

實踐，都體現了濃厚融會三教的特色，許多學者致力於逆覺體證的本體工夫，以契

悟道體為重要的修養目標。無論強調良知現成的江左學者，或是強調歸寂、收攝保

聚的江右學者，都是以良知本體工夫為第一義工夫。換言之，成聖的關鍵在於個人

心體工夫，家庭人倫雖然重要，但屬發用的層次，就工夫論而言乃屬第二義。清初

儒者強烈批判陽明學這種會通三教學風、講究良知本體工夫的取徑，認為此乃受到

佛道二氏的影響，過於崇尚玄虛。他們重申家庭日用人倫的重要性，拉近儒學成聖

工夫與家庭的距離。這個關於思想與工夫論的轉向便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是：明清之際的儒學話語中，儒者是以何種方式將個人與

家庭、仁人與孝子作緊密的聯繫？家與家庭倫理對於個人永恆生命價值的追求有何

重要性？實際的家庭生活與人倫關係在儒學成聖工夫論中占何地位？克盡家庭倫職

是否為成聖工夫的必要條件？理學家所重視的心性工夫又如何？學者們對家庭人倫

的重視如何反映於他們對儒家聖賢人格的描述？亦即，孝子與聖賢的關係如何被呈

現？下文將主要從明清之際儒者討論仁孝關係、聖賢必為孝子、家庭人倫與聖學工

夫之關係，來回答上述的問題。 

二、自古無不大孝之聖人 

仁人與孝子、事天與事親並論是儒學中常見的表述，主要的經典根據是《禮

記．哀公問》這段話：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

親，是故孝子成身。4 

歷來學者對這段文字的解釋雖有不同，但並不影響仁人與孝子、事天與事親並

列的結構關係。5 大體而言，「仁」主要意指個人的道德成就或道德本體，更多指

                                                 
4 鄭玄注，《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

府學刊本影印），卷 50，頁 14b-15a。 
5 孔穎達以「事」釋「物」，將「不過乎物」解釋為「不誤其事」。理學家的解釋則更多指向天理

與本性，明代的胡廣以一切事物、人倫、是非之理為「物」，「不過乎物」意指「不違天理」。

黃道周以「天之所生者」為「物」，故從身體髮膚到家、國、天下均是「物」，物皆有本性，

「不過乎物」即可解為修身盡性之事。黃佐以「實理之備於我」釋「物」，將「不過乎物」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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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天人關係；「孝」則是就親子關係而言。6 不過，學者多強調仁、孝兩者間理論

同源、互相涵攝的意涵，明清儒者更多言及「仁孝一理」。例如，羅汝芳 (1515-

1588) 說：「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為孝子，在天地則為仁人。」7 吳從周在〈父母

生之續莫大焉衍義〉中從「仁孝一道也」說起，全文闡明仁為天地生生之理，人之

生命既承繼天地之理，也得自於父母，故人子對父母天然愛敬之孝即天地之仁，君

子一切行學作為與道德功業，無非源於此仁此孝。8 文翔鳳 (?-1642) 強調人憑著

仁義本性事親盡孝、事君盡忠，就是尊天。9 他說：「尊天為宗，作聖則尊天功

夫。尊天者，事親之謂也；作聖者，守身之謂也。」10 許三禮 (1625-1691) 也

說：「敬天敬地，當如親父親母；其事父事母，當如高天厚地。」11 他在海昌講

院講廳之額題了「仁孝達天」四字，並屢屢闡明仁孝本於天，為人性本具的道德內

涵，又說明「孝乃仁之本處，仁乃孝之達處」。12 潘平格 (1610-1677) 則說：

「知孝弟為為仁之本，則為仁而成仁，亦不過滿孝弟之量」、「學者但能純心於愛

親敬長，則不忍之心盎然，滿腔渾然一體，真性全體貫徹」。13 仁孝既是一理，

                                                 

到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之事。郝敬則扣緊愛敬之情講仁孝：「物即愛敬之物。仁人惟其能敬天，

孝子惟其能愛親。天親雖二，愛敬則一。惟孝子為能然，所以不過乎物，盡人道而成其為身，天

道不外此矣。」胡廣，《禮記大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24，頁 13a-14a；黃道周，《孝經集傳》，《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 1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

頁 5a；黃佐，《庸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據北京圖

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影印），卷 1，頁 31b-32a；郝敬，《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第 9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郝千秋郝千石刻九部經

解本影印），卷 17，頁 11a。 
6 例如，「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仁人孝子，其所以事天誠身，亦不過

不已於仁孝而已。夫豈有他哉？不已於仁孝，即所謂誠也，故君子誠之為貴。」劉璣，《正蒙會

稿》，《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93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

正德十五年祝壽武雷等刻後印本影印），卷 2，頁 8a。 
7 羅汝芳，《羅汝芳集》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頁 15。 
8 吳從周，〈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衍義〉，收入朱鴻編，《孝經總類》，《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5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影印），酉集，頁 85a-86b。此文著於

1591年。 
9 文翔鳳，《皇極篇》，《四庫禁燬存書叢刊》集部第 4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天津圖

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10，頁 11b。 
10 同前引，頁 13a。 
11 許三禮，《天中許子政學合一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65 冊（臺南：莊嚴文化，

1995，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頁 467。 
12 同前引，頁 461。 
13 潘平格，《潘子求仁錄輯要》，《理學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6，頁 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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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上就無矛盾衝突，許三禮也強調仁人饗帝與孝子事親是同一件工夫。14 

在此思想脈絡下，作為儒家道德典範的聖賢既是仁人，也理應是孝德彰顯的最

佳代表。以下以孝行傳史料進一步討論上述的觀點如何反映在這些有關聖賢孝行的

書寫中，看儒者如何將孝行與仁人作緊密的連繫。儒家聖王先賢以孝行著稱確有經

典根據，《中庸》稱舜大孝，稱武王、周公為達孝；15《禮記》言「文王之為世

子，朝於王季日三」；16《孝經》以孔子傳孝道於曾子，《孟子》也記曾子孝行；17

《論語》載孔子稱讚閔子騫之孝；18 孔門曾子、閔子騫、子路之孝更常見於後代

諸孝子傳。19 這些上古的記載都成為後代述說儒家聖賢孝行典範的重要文本根據。 

舉例而言，陶潛 (365-427) 曾作〈孝傳贊〉，分別為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庶人五等孝行立傳，後來在道統中的人物如舜、禹、文王、周公、孔子均包含

在內。陶潛主要引先秦典籍文字說明各人的孝德，對於孔子，他則是合孔子之行、

論孝之言、春秋筆法、傳授《孝經》來表彰孔子之孝。20 虞世南 (558-638)《北堂

                                                 
14 許三禮，《天中許子政學合一集》，頁 461。 
15 《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朱熹，

《四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57），頁 11、13。 
16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

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

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

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鄭玄注，《重刊宋本禮記注疏

附校勘記》，卷 20，頁 1a-2a。 
17 《孟子．離婁》：「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

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

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趙岐注，《孟子》，《四部備要》

經部第 15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據永懷堂本校刊），卷 7，頁 12b-13a。 
18 《論語．先進》：「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朱熹，《四書集

注》，頁 69。 
19 子路負米事，見王肅注，《孔子家語》，《四部備要》史部第 99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65，據汲古閣本校刊），卷 2，頁 4a。諸孝子傳在《蕭廣濟孝子傳》、《師覺授孝子傳》中有

記載，見茆泮林輯，《古孝子傳》，《古籍叢殘彙編》第 7 冊（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1，據清道光十四年高邸茆氏梅瑞軒刻本影印），頁 201、223、241、245。 
20 〈天子孝傳贊〉寫舜、禹、殷高宗、周文王；〈諸侯孝傳贊〉寫周公、魯孝公、河間惠王；〈卿

大夫孝傳贊〉有孔子、孟莊子、頴考叔；〈士孝傳贊〉有高柴、樂正子春、孔奮、黃香；〈庶人

孝傳贊〉有江革、廉範、汝郁、殷陶。陶潛記孔子之孝云：「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

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

蔬食而齋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

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

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陶潛，《五等孝傳贊》，收入朱鴻編，

《孝經總類》，酉集，頁 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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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鈔》中的帝王部也列有「孝德」一項，同樣引先秦典籍以論證，如分別以「克諧

以孝」、「永言孝思」、「惟余小子夙夜敬止」指稱堯、武王、成王之孝。21 

到了明清時期，對於古聖賢孝行或孝德的論述更多。蔡保禎（約 1568-?）的

《孝紀》共分十六類，其中〈帝王孝紀〉有舜、禹、文王、武王、周公等共十九位

帝王傳記，敘述內容同樣取自古代典籍；〈聖門孝紀〉則包括孔子、曾子、閔子、

子路、子羔、孟子、樂正子春七人。22《孝紀》表彰孟子之孝曰：「七篇之中，多

言仁義孝弟之道及虞舜、魯參之行，以垂訓於世。當戰國時聖教漸漓，而身紹道統

與孔子匹，休以成其親之名，孝莫大焉。」23 可見主要是記孟子對孝道教化及傳

承道統的貢獻，並非孟子個人孝行。 

郭正中（1624 舉人）的《孝友傳》，採商代至元末孝義事，按年代編纂。書

中〈卷三〉記孔子、仲由、閔損、顏回、曾參等人之孝行，同樣以合記言行的方式

來論證人物之孝。李之素的《孝經外傳》收錄各朝孝子傳近三百則，按時代排列，

虞舜、夏禹、殷孝己、周文王、武王、周公均收錄在內，但未收孔子，但孔門曾

子、仲子、閔子均列名在內。24 竇克勤 (1653-1708) 的《事親庸言》雖不是孝子

傳，而是講明事親之所以重要及事親之道，但〈卷十七〉則專闢一節講舜、文王、

武王、周公之孝，〈卷十八〉講孔子作《孝經》授曾子。以上傳記均是從孝的角

度，彰顯古聖王、聖賢之德。 

虞淳熙 (1553-1621) 的〈宗傳圖〉則是以類似道統的形式來表述孝道傳承。虞

淳熙對於〈宗傳圖〉中人物的選擇，一一有文字說明。25 從這些說明文字，可見

虞淳熙除了根據先秦典籍外，也有自己的創發。例如，他認為伏羲畫八卦已闡明孝

的宇宙秩序；說少昊為司徒典教之官，名曰祝鳩氏，鳩是孝鳥，故可推論少昊之教

專主於孝；又說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虞淳熙將「克明」之「明」字解為心

之明德良知，意指堯以其心本具之孝道良知親九族而治國。其他如舜、禹、湯、

                                                 
21 虞世南，《北堂書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據清羊城富文齋刊本影印），卷 6，頁 1a。 
22 蔡保禎，《孝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88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據安徽大學圖

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影印），卷 1，頁 1a-8b；卷 2，頁 1a-4b。 
23 同前引，卷 2，頁 3b。 
24 李之素自序其《孝經內外傳》云：「《內傳》採孝子之嘉言，《外傳》採孝子之實行」。此序作

於康熙 15 年。李之素，《孝經內外傳》，《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據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李煥寶田山莊刻本影印），序頁 1b、3b。 
25 關於虞淳熙〈全孝圖〉及孝論，見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

（臺北：聯經出版，2011），第 4章，頁 13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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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周公之孝行，則引經典以說明。26 至於孔門聖賢，虞淳熙也借重其學說

有關孝的部分來說明，未必皆表彰具體孝行。例如，他以作《孝經》來說明孔子之

孝；以傳《孝經》及終生戰兢守身的行為來說明曾子之孝。至於顏回的孝行，虞淳

熙則說：「名回，明一陽初生之機，孔子稱其不遠復。彼知孝無不在，故事師如

父。」此說顯然是虞淳熙自己的創發。27 

對於舜、文王、武王、周公、曾子、閔子騫等孝行清楚載之典籍，又在歷代廣

泛流傳者，要說明其孝行自不困難。但是，孔子、顏回、周敦頤、程子、朱子等人

原並不特別以孝行著稱，其孝行史料亦缺乏，28 將如何闡揚其孝德？上述文本的

策略是，以先賢論孝之言做為其本身孝德的證明。這個方法的說服力雖不強，但畢

竟有關聯，故在歷來文獻中也普遍被運用。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更積極的手法，即不再倚靠著作或言論，而是純粹以道德

成就（仁）反推孝行的論述。例如，李槃（1580 進士）在〈孝經別傳〉中說：

「故孝子之道，大人君子仁配天地之道也。」基本上是以「仁孝一理」的觀念，推

論自古以來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道者，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等君王，以及風后、力牧、皋、夔、稷、契等大臣，均是克肖天地的大孝

                                                 
26 舜之大孝表現在他「夔夔齊慄」敬事父親瞽瞍，而終能感化父親；禹之孝則表現在其七旬格苗和

代父治水的行為；湯的孝行表現在虔肅祭祀宗廟及盤銘以日新自警的態度，故能承受天命；文王

事父一日三朝，其光輝之德行即孝之表現；武王在牧野之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顯示其洞

悉本源，故《詩．大雅》稱其「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周公的孝行則以「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為代表。虞淳熙，〈宗傳圖〉、〈孝經邇言〉，收入朱鴻編，《孝經總

類》，申集，頁 167-168、177。 
27 同前引，頁 167-168。 
28 筆者用資料庫檢視了一些有關孔子孝行的記載，發現《淮南子．主術訓》說孔子「專行孝道，以

成素王」，但並未說明具體孝行內容。劉向〈諫營昌陵疏〉中云：「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

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禮也。」此文主要講述孔子

葬母於防，墓不墳之事。關於孔子葬母事，《史記．孔子世家》載曰：「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

衢。」是說孔子少孤，不知父葬之地，母親去世，孔子殯於五父之衢，問於曼父之母才得知父葬

之地，後才將母親與父親合葬於防山。後代學者對此段文字的討論並不特別針對孔子孝行，許多

討論都在解釋為何孔子的母親不告以父墓所在。不過，晚明的黎遂球則以此段文字標舉孔子之孝

云：「孔子孝於其母，乃殯於五父之衢。故古之為大孝者，其親在則事其親，親歿則敬其身。」

即使孔子葬母之事並看不出異乎常人的特殊孝行，但黎遂球仍藉此來表彰孔聖之孝德。參見陳麗

桂校注，《新編淮南子》上冊（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頁 643；劉向，〈諫營昌陵疏〉，收

入嚴可均輯，《全漢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世界書局，1961），卷 36，

頁 8b；司馬遷，《史記》，《斷句本二十五史》第 1-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75），卷 47，

頁 2b；黎遂球，《蓮鬚閣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8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黎延祖刻本影印），卷 11，〈孟子不以像殉論〉，頁 21b-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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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至於孔門聖賢，李槃說孔門眾弟子中唯顏淵聰明沉潛，藏於如愚，孔子盡教以

「克肖克孝之道」，但可惜顏淵早卒，故孔子終將《孝經》明王孝治天下、守身事

親仁配天地的道理傳授給曾子。29 這篇文章因主題與《孝經》有關，故以孔曾傳

孝作結，但文章內容則清楚反映了仁孝一理、古聖先王皆孝子的意涵，而且肯定顏

子之孝。類似的論證手法，常見於明清時代。例如，曹于汴 (1558-1634) 在〈節孝

祠會約序〉中說道： 

然則無聖人之德者，其為孝也小矣。故三皇以孝皇，五帝以孝帝，三王

以孝王，伊尹、周公以孝相，孔子以孝師，君子以孝別於小人，人類以

孝別於禽獸。30 

此處「孝」即「仁」的同義詞，強調古聖賢均以孝而成德。陳龍正 (1585-1645) 也

有同樣的強調：「孝者，道德之統與。篤行孝弟，莫如堯、舜、禹、文王、周公；

表彰孝弟者，莫如孔、孟。」31 明代《顏子疏解》中有〈孝思章〉，該章講顏子

之孝，同樣未引證任何孝行，而是根據「孝為百行之首」之理，透過子貢對顏子德

行的稱許，來推論顏子之孝。32
 

清初王啓元（生卒年不詳）更是長篇大論孔子之孝。他在〈聖心隱念篇〉中，

透過問答的方式來說明孔子集大成的意義。文中設問者從先天之學、後天之學、大

全之智、豫立之本、如天之量、莫測之權、難名之德、萬世之功、有千古之公樂、

有萬世之遠慮十方面，詳細陳述孔子之成就。無論道理、學術、德行、功業各方

面，都可謂陳述詳備。然而，王啓元卻認為他尚未能溯聖學之本、諒聖人之心，33 

接著表示要從「孝」的角度，才能明白聖人之心： 

正為世儒視孝太輕，故不足以知聖人之心，明聖人之教，而適自陷于二

氏之流耳。子試思帝王之盛，孰如堯、舜？夫堯居天子之位，此無論

矣；舜固自匹夫而歷試而受禪者也，一身而三變矣，又父頑、母嚚、象

                                                 
29 李槃，〈孝經別傳〉，收入朱鴻編，《孝經總類》，酉集，頁 235-236。 
30 曹于汴，《仰節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1，〈節孝祠會約序〉，頁 6b-7a。 
31 陳龍正，《幾亭全書》（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東京高橋情報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康熙四

年刊本影印），卷 2，頁 13a-13b。 
32 高明，《顏子疏解》（日本內閣文庫藏清順治九年刊本），下卷，〈言行識才第七〉，頁 1b。 
33 王啓元，《清署經談》（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刊本），卷 16，頁 54a-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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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娶妻而不得告，處人倫之變亦無過于此矣。乃孔子總其尊富享保之

隆，祿位名壽之全，一言以蔽之曰大孝。天下之道又豈有外于孝乎？聖

人之德又豈有加于孝乎？34 

在王啓元心目中，「孝」是區別儒學與二氏的關鍵，天下之道總歸於孝，聖人之德

無以加於孝，道德成就之高低即孝德之大小；孔子既是至德聖人，必然也是大孝

子。設問者雖贊同此說，但又針對孔子缺乏具體孝行提出疑問： 

顧孔子未嘗以孝聞，而強以孝加之，不亦迂而無當乎？35 

王啓元回答道： 

夫孔子少而失父，試以孝子之心推之，則其思慕之念，蓋有無時而不切

者矣。顧已無可奈何，則豈不復求其所可自盡者乎？夫事親之道自守身

始，聖人之孝固未嘗遺庸行也。36 

此處王啓元純就「理」來推想，以自己對儒家聖賢應然的想像，作為孔子之孝的證

明，即使孔子並無特殊孝行，然以孔聖高超之德，則必然應是大孝子。接著。他又

按等級區分士人之孝、賢人之孝、聖人之孝、神人之孝，孔子則屬最高級的神人之

孝。所謂神人之孝是： 

上律下襲，祖述憲章，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會天地於一身，萬象異形

而同體；通今古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神無思也，化無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斯其為神人

之孝矣。37 

王啓元認為孔子能移事親之道而事君，法天地而立萬世帝王之皇極，故其成就超越

文武的「天子之孝」，也超越堯舜的「聖人之孝」，屬於最高級的「神人之孝」。

                                                 
34 同前引，頁 60b-61a。 
35 同前引，頁 61a。 
36 同前引，頁 61a-61b。 
37 同前引，頁 61b-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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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孔子「立身則極于神人，行道則極于天地」，均不出於「孝」之一字。38 

王啓元的論述方法與李槃、曹于汴接近，都是以理推論，根據「一孝立而萬善

從」、「儒學一貫之旨在孝」、「孝乃聖門之一粒靈丹」 等概念，39 將儒家聖人

的偉大德行成就都收攝到「孝」，再根據孔子乃儒家聖人的斷言，論說孔子乃古今

至孝第一人。40 這種義理先行的推論並不需要有史料作證。姚際恆 (1647-?) 在討

論《禮記．文王世子》一篇為後人竄入時，便說文王之孝並不需拘於史書之記載或

區區問視之節。他說： 

自古無不大孝之聖人，如舜與文王、周公、孔子，應無不同，然其孝有

傳有不傳者，則以所處之地異也。舜以父母之頑嚚，而其孝益著，此固

人子之所不忍言，而亦其所不得辭者也。若文王之父王季，因心則友，

其為慈父可知，縱使文王盡孝，亦無所流傳于簡策，而為後世所稱述，

然千載之下，無不共信其孝者，則以其為聖人也。41 

據姚際恆之言，舜之孝行實出於家庭之不幸，慈孝美滿的父子關係，反不易留下特

殊的孝行傳，因此史書是否明確記載古聖之孝行並不重要，因為「自古無不大孝之

聖人」是必然之定理，故凡儒學傳統公認具崇高道德成就的聖賢，必定是大孝子。

同樣地，梁章鉅 (1775-1849) 也說：「稱人亦何必全備。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

嘗以稱顏子，豈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42 從王

啓元、姚際恆、梁章鉅之說可見，有無史料記載聖賢之孝行已不重要，相信「聖人

必定是孝子」的信念才是最關鍵的。這樣的思維反映著明清儒學的重要價值觀。 

當然，在仁孝一理的觀念下，「孝」既是人道德本體與聖人全備德性的同義

詞，孝的工夫便等同於成聖的工夫。而何為正確的成聖工夫？這個問題其實又回歸

不同思想型態的不同詮釋。因此嚴格而言，並不能簡單將「孝」理解成家庭中的事

                                                 
38 同前引，頁 62b-63a。 
39 同前引，頁 63a-63b。另，關於仁孝一理的概念，見上文討論，亦見本文註 51周汝登之言。 
40 同前引。 
41 杭世駿，《續禮記集說》，《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0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年浙江書局刻本影印），卷 36，〈文王世子〉，頁 2b。 
42 梁章鉅，《退庵隨筆》，《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9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山

東省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影印），卷 19，頁 15a。其他例子，參曹元弼，《孝經學》，《續修四

庫全書》經部第 1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刻本影

印），卷 7，頁 14b-17a。 



儒門聖賢皆孝子：明清之際理學關於成聖與家庭人倫的論述 

 
639

親行為，它也可能指某種本體工夫，如虞淳熙的「全孝心法」主要指馭氣攝靈的工

夫。43 儘管如此，一般而言，講究孝心與孝行，確實比講究良知、性體、求仁都

更切近於一般人的認知與日常生活。44 從孝德的角度所描繪的聖賢氣象，也比抽

象地講致良知、復性工夫更具體而切近人事。耿介 (1622-1693) 明確主張「欲學作

聖人，必先學為孝子」，45 更是緊密地把家庭人倫關係帶進儒學道德理想的想像

中。正如陳廷燦所言：「聖人即天理以制人倫，使天下後世之人，不出戶庭而有父

子兄弟夫婦之樂，且同井相助，親睦何等藹吉，此聖人所以樂天下後世之民也。」46 

這幅家居和樂的生活圖景是儒家三代理想社會的縮影，與求道者孤坐獨修的情景大

不相同。 

三、家庭倫職與成聖工夫 

上一節主要從仁孝一理、聖賢必為孝子的角度，說明家庭人倫對於儒學的重要

性。本節進一步探討家庭人倫在儒學成聖工夫論中所占的地位，主要將從明末清初

學風轉變的角度，考察儒者在批判晚明學風、區辨儒學與二氏的立場下，如何重申

家庭日用人倫是儒家成聖之學的基礎。 

陽明學講究在良知本體上作工夫，即便學者思想型態有別，在這一點上卻有相

當共識。雖然良知本體工夫未必與家庭倫職有衝突，也不必然採取靜坐的方式，但

是在實際生活中理學家確實多有靜坐的操練。學者研究也指出，靜坐在理學修養工

夫中占據顯著而重要的地位，明代許多理學家都有某種徹悟的經驗，這徹悟的經驗

對其學問也有重大影響。47 雖然確有人在家中從事靜坐，但也有不少理學家選擇

                                                 
43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第 4章，頁 133-168。 
44 如張敘曰：「我非不知專以仁教之淵以懿也，廣以溥也。然淵以懿，有使人終日求之而無可捉摸

者，廣以溥，有使人畢世圖之而未可究竟者，則不若顯而求之。孝，愚蒙皆曉，而賢知亦不能盡

為，表粗而裏精也，則不若切而圖之。孝，家庭自足，而四海亦不能窮為，篤近而舉遠也，則夫

仁之淵以懿也者，正以得孝而淵懿者也；則夫仁之廣以溥也者，正以得孝而廣溥者也。」張敘，

《原孝》，《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中國科學院圖書

館藏清乾隆四年潞河書院刻本影印），頁 411；耿介，《敬恕堂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孔門言仁言孝之旨〉，頁 340-341。 
45 耿介，《敬恕堂文集》，〈孝經首章〉，頁 342-343。 
46 陳廷燦，《郵餘閒記》（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康熙二十年刊本），下篇，頁 25b。 
47 楊儒賓，〈宋儒的靜坐說〉，《臺灣哲學研究》，4（臺北：2004），頁 39-86；史甄陶，〈東亞

儒學靜坐研究之概況〉，《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8.2（臺北：2011），頁 347-374；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著，耿昇譯，〈靜坐儀，宗教與哲學〉，收入龍巴爾、李學勤主編，《法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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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院或另闢道場專心求道；在家與否，對於講究心性工夫的理學而言，並非關

鍵。48 而晚明理學家在修養工夫及所達致的心境上（愉悅感、一體感等），也與

釋、道二教有類似之處，以上種種都使得晚明理學從工夫形式到生活形態，明顯呈

現三教交融的風貌。 

明清之際學風激變，不僅陽明學受到嚴厲批判，學者對於儒學與二氏的區辨也

十分措意。學者在一波波反陽明學與闢二氏的聲浪中，反省並修正儒學的內涵，甚

至不惜打破理學的框架，欲重溯孔孟真儒學。清初儒者也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對

二氏進行批評，或從本體論去區分有無，或從心性論去談知覺與性理，更有許多人

從家庭人倫的角度重申儒佛之辨。以下將以明末清初儒者的論述，說明他們強調以

家庭為修道場域、重視日用人倫、謹守倫序等看法。 

讓我們先看晚明周汝登 (1547-1629) 的例子。周汝登服膺王畿 (1498-1583) 之

學，是晚明浙中地區重要講學領袖。49 周汝登對於仁孝一體、孝為良知、強調本

體工夫的看法，與許多陽明學者相近，50 此可見於其與許孚遠 (1535-1596) 之討

論。在某日會講時，許孚遠說舜之大孝一片精誠，為感格有苗之本，故萬世稱聖。

周汝登問道：孟宗泣竹笋生、王祥臥冰鯉躍，其孝亦精誠有感，為何不能稱聖？許

孚遠的回答是：孟宗、王祥因不能將孝德擴充於他事，行事偏全不同，故不能稱

聖。周汝登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舉「一日復禮，天下歸仁」、「朝聞道，可以夕

死」來說明重點不在於要事事俱全，因為「一孝立而萬善從」，故他認為孟宗、王

祥之所以無法與舜相提並論，是因為他們雖有孝行，卻不能明察。51 換言之，論

                                                 

學》第 2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頁 224-243；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

精神》（臺北：佛光文化，2000），〈心學傳統中的神祕主義問題〉，頁 582-624；楊儒賓，〈理

學家與悟──從冥契主義的觀點探討〉，收入劉述先編，《中國思潮與外來文化》（臺北：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 167-222。關於王門心學密契經驗的討論，參林久絡，《王門

心學的密契主義向度──自我探索與道德實踐的二重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2006）。 
48 例如，羅洪先闢石蓮洞靜修，王時槐弟子賀沚晚年捨家居西原，守禮仁書院。胡直，《衡廬精舍

藏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本影印），卷 23，〈念菴先生行狀〉，頁 10b；羅大紘，《紫原文集》，《四庫禁燬存書叢

刊》集部第 13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首都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卷 5，〈賀定齋

先生七十序〉，頁 15a-17a。 
49 周汝登私淑王畿，服膺王畿之學。周汝登，《東越證學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據中央

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刊本影印），卷 5，頁 50a-51b。 
50 關於晚明仁孝一體的討論，見呂妙芬，〈〈西銘〉為《孝經》之正傳？──論晚明仁孝關係的新

意涵〉，《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3（臺北：2008），頁 139-172。 
51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卷 1，頁 20a-21b。顏茂猷有類似之說：「蓋大舜從靈明上認親，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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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不能只在行為層次上論，能否真實體道才是關鍵。周汝登總結此次討論曰： 

愚蓋以為，誠使行之而著，則雖問寢問安尋常小節，而已該天經地義之

全；使行之而不著，則雖達變知權，全生曲體，而亦不得為明物察倫之

聖。故論聖，不當在每事上求；而論行著，不可以一念一事而忽之也。52 

周汝登並非忽略躬行，他說：「今日論辨之意，非謂躬行可略，只欲於躬行處識箇

旨歸，不徒為不著不察之行習而已。」53 他傾向從道體的高度、從本體工夫來談

孝的實踐，認為不應只在迹（行為）上講求。54 周汝登這些看法都與王畿之學相

近；不過，周汝登比王畿更強調學問必須在家庭中實踐。綜觀《東越證學錄》，可

以發現他屢屢強調在家中做學問的重要： 

今遺教具在，我輩正當以身發明，從家庭中竭力，必以孝弟忠信為根

基，在境緣上勘磨。55 

致良知須是下老實做工夫，如家庭日用間有不妥處，便須於此知非，知

得便改，知要真知，不可自放出路。這箇學問再不許空談，空談得良知

活靈靈，成甚用？56 

周汝登又說：「學術不外尋常，舍了家庭，更無所謂學者。」故對於持齋念佛

而不能合於父母者，他直言這種人不懂佛法，也不配學佛。57 有人問他對於儒生

深信佛法而出家的看法，他明確反對，認為學佛者亦不須毀形、易姓、棄妻子、滅

宗祀、作名教中罪人。58 周汝登講究心法，但強調要在家庭內實踐，不可騖高慕

遠。他認為人應時時查驗自己：處父母前，心是否能低下？處兄弟間，心是否能捨

得？處奴僕間，心是否能忍？這些家居生活中的查驗就是修心的工夫。他甚至說，

                                                 

從郛廓上認親。」顏茂猷，《雲起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晚明刊本），〈孝弟總論下〉，頁 32b。 
52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卷 1，頁 21b。 
53 同前引，頁 22b-23a。與周汝登看法類似，強調不只要有孝弟行為，學問更要重視孝弟行為之本源

（良知），參見李顒，《二曲集》，《理學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66。 
54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卷 4，頁 4a-5b。 
55 同前引，頁 6a-6b。 
56 同前引，卷 5，頁 5a。 
57 同前引，卷 4，頁 38a-38b。 
58 同前引，卷 2，頁 13b-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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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不能以家庭為道場、以父兄妻子為師友、在奴僕下人中砥礪己心，一切學問都

是虛假。周汝登這方面的強調，與王畿之好離家遠遊、在朋友中講學有所不同，59 

此或許是他對當時陽明後學之講學遭受批判的回應與修正。60  

陳龍正是高攀龍 (1562-1626) 的學生，一生尊崇師教，但他的工夫論比高攀龍

更強調在日用人倫間的實行。他說千聖教門總歸在人倫上用功，而孝弟又是人倫之

起首；61 說學問只能在倫常日用中息息體驗，由下學而上達天則流行，反之必不

能成；又說：「若懸空解悟，則所認為上達者，到底止是虛光景。」62 對於講

學，他也主張要回歸日常生活、隨處應物而講，且以切篤人倫為主，不必建堂升

席、定期集會，也不必立講學之名。63 

文翔鳳繼承父親文在中（1574 進士）講尊天之學，力闢佛教虛幻、滅倫、侮

天，64 認為儒學應事天尊孔，要「本天道以定人倫，即人倫以盡天性」。65 儘管

文翔鳳的學問以尊天為宗旨，強調修身工夫即尊天工夫，66 但是他格外重視日用

人倫，並以此與二氏劃清界線。他說道： 

吾儒盡性至命之學，正死生公案，所操長於二氏者，聖人云：「朝聞

道，夕死可矣。」又云：「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59 關於王畿之好遊，及其認為與朋友講學比處家庭中更有益於學，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

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 7 章，頁 309-311；呂妙芬，

〈婦女與明代理學的性命追求〉，收入羅久蓉主編，《無聲之聲：近代中國婦女與文化，1600-

1950》第 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133-172。 
60 周汝登為良知學及王畿之學辯護的例子，見周汝登，《東越證學錄》，卷 4，頁 6a；卷 5，頁 50a-

51b。學者批判晚明講學為清談、處士橫議，並呼籲回歸日用人倫者很多，例見陸世儀，《思辨錄

輯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本影印），卷 1，頁 14a-14b。 
61 陳龍正，《幾亭全書》，卷 4，頁 3a。 
62 同前引，頁 12a。陳龍正在工夫論上贊同朱子，不過在靜坐、讀書之後，也強調應物的重要。同前

引，卷 5，頁 15a。 
63 同前引，卷 9，頁 11a-12a。清初江右的張貞生也有類似之說，見張貞生，《庸書》，《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集部第 229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張世坤張世

坊講學山房刻本影印），卷 12，〈與景賢堂讀書諸丈〉，頁 21b-23b。 
64 文翔鳳對佛教的批判包括：崇佛者必侮天，尊天者必闢佛；佛仙知天而不知地，見陽而棄陰，索

性於形之外，知陂而禮亡，故有長住之精神而功業不垂乎地。文翔鳳，《皇極篇》，卷 9，頁

11b；卷 10，頁 17b。 
65 文翔鳳：「夫本天道以定人倫，萬古之律。」「事天尊孔之實際，即人倫以盡天性。」同前引，

卷 10，頁 5b、6a。 
66 同前引，頁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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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幸而免。」其所聞何道？所生何直？非破除人倫，別一款則也。蓋聖

人之所以存順沒寧者，以盡人倫而合天道，非如二氏求天道於人倫之

外，又求自性於天道之外。聖人，人倫之至，於昭于天，萬古樹人天之

表，人道盡而天之符節在手，又何事營營於其間哉？……吾道以盡倫為

事天之繩尺，千參萬參，參向甚去？孝弟根滅，尚自多其功行，逆天而

欲超天之上，萬萬不可通之說也。67   

這段話清楚表明文翔鳳的看法：儒學與二氏不同，儒學成聖與求道之路絕不可

能捨離孝弟人倫。反過來說，儒學盡性合天之道只能在人倫日用中實踐，因此有

「人道盡而天之符節在手」、「吾道以盡倫為事天之繩尺」之說。他又說人欲達

天，唯有盡人道；若於人道有虧，則自捐登天之梯；又說孔子以天之統人為本然、

以父子君臣為實，此即聖人號令萬世之權柄所在，也是儒學有別於佛教之處。68 

強調日用人倫並不意謂輕忽心性本體或天道天理，關鍵是在工夫的進程。例如，潘

平格為學之宗旨在復性求仁、萬物一體，但他強調孝弟是求仁復性之本。他明確反

對理學家主靜持敬的工夫取徑，認為這樣的工夫進路易淪為虛無；69 又批評默坐

澄心、觀未發氣象等工夫，是違離三代聖學真諦、導致人才難成、天下難致太平的

主因。潘平格認為只有從明人倫、愛親敬長之實事入手，才是聖學真諦。他說： 

三代之學，皆明人倫，以此為學，即以此為教為治。學、教、治只是一

轍，故人才易成，天下易致太平。後世學術不一，老氏致虛守靜，佛氏

出世了生死。前輩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瞑

目靜坐，收拾放心，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宴坐返觀，澄然一片，學須從

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端居澄默，蚤夜參求，調息為入門，而時時

習靜，察識端倪，冷然自照，以至致虛歸靜，收攝保聚，攝知歸止。又

或云「須得一二年閒飯喫」，云「只因李先生不仕，做得此工夫」。若

                                                 
67 同前引，頁 20a-21b。 
68 同前引，頁 32b-33b。 
69 「今之學者，發念必入於兩路。其欲除閒思雜念者，心意上操持，必入於主敬之說；欲明心見性

者，求玄求妙，必入於靈明無知而無不知之說。若與之言愛親、敬長、強恕、反求，雖不以為

非，卻謂於正心誠意不切，于明心見性不切。其能直信為孔、孟之真脈，而不當主敬以操持意

念，不當頓悟以明心見性者，誰乎？嗚呼！此正學之所以難其人也。」潘平格，《潘子求仁錄輯

要》，卷 6，頁 149-150。類似相關的批評相當多，見同前引，卷 1，頁 10；卷 2，頁 45-46；卷

6，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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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為學是撥冗寬坐之事，是二三少事之人，天下當有不能為學之

人，不可盡收之學問之內者矣！其學不可以為教，不可以為治。學、

教、治判作兩三項，故人才難成，天下難致太平。70    

潘平格認為靜修的心性工夫乃二氏修練法門，與一般人日常生活並不貼切，也偏離

上古儒家聖人教化的本意。他心目中的孝弟工夫，並非專注於良知中一念愛敬而

已，而是著重在家庭生活中事親盡孝，講求人子應如何服事貧賤、衰老、寡居之父

母，如何以敬承之心順親之志，及服勞解憂等實事。他說：「人倫，性也；盡人

倫，盡性也。此外更無妙道。」71 當門人告訴他家庭難處時，潘平格的教導只是

再次強調：唯有通過在家庭中的孝弟實踐，才有可能立身處世、效忠朝廷。72 下

面這段與友人的對話，清楚披露潘平格重視在家庭生活中落實孝弟為仁的工夫： 

一友引陽明先生語勗在座云：「滿堂皆是聖人。」潘子曰：「滿堂皆是

人子。」友云：「人人須為聖為賢。」潘子曰：「平格只願人人為孝子

悌弟。」友又解〈西銘〉云：「乾父坤母，人須識得天地是一大父母，

方能一體。」潘子云：「平格只願各人識自己之父母，自能一體。」73  

簡言之，雖然潘平格強調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從良知本體的角度來理解孝

弟，講究求仁復性的工夫，但他反對持靜主敬的工夫型態、批評二氏玄微高妙的義

理，而極力主張「盡力於人倫，綿密於日用」。74 他不認為儒者可忽略家庭與事

親之職責去追求「識得天地大父母」或「證悟天地道體」。他一再強調：求道求仁

當於家庭生活之孝弟事親中落實，75 惟有力行愛親敬長，才有可能達到渾然天地

萬物一體之境。76 

謝文洊 (1616-1682) 的看法與潘平格相近，他對於知天、畏天命、獨知本體、

                                                 
70 同前引，卷 6，頁 137。 
71 同前引，頁 134-136。 
72 同前引，頁 142。 
73 同前引，頁 140。 
74 同前引，卷 2，頁 47。 
75 「學者但須篤信而力行之，肫肫於愛親敬長，切切於強恕反求，分毫未到則不愜，分毫未愜則必

盡，如是綿密懇摯，則渾身是性善，渾身是良知」、「審知學脈而篤志力行，則確確一孝字盡

之。」同前引，卷 6，頁 151、152。 
76 同前引，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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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敬工夫均十分講究，其學也體現一種追求生命不朽的宗教實踐精神，77 但他晚

年嚴闢佛教和陽明學，78 且同樣反對向內求未發本體的工夫取徑。79 謝文洊強烈

批判佛教虛空的本體論及出家、不婚等行為，80 堅持儒學應以盡五倫、完成家庭

責任為首務。他說：「吾人為學，只是要完全此天所與之性，以盡此五倫之道而

已。……吾儒所當然者，惟盡性明倫是真本源。」81
 他認為那些淡薄於世緣，

「棄父母妻子，不事人間生業，相聚於山谷間，潔身自適，一切是非風波之險杳不

相及」的學道者，都是學問認知不清，受到出世之學的誘惑而走入迷途，82 儒家

聖人之學必不如此。謝文洊說： 

若吾儒之學也，學以經世。世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天

倫，即有親、義、序、別、信之達道。聖人非有所強也，不過順此天倫

之道，一為之經綸焉爾。83 

又說： 

溫清定省，刑于教訓，理生居業，日用常行之事，何時可緩？若一概屏

絕，閉關靜坐，萬事勿理，不幾與出家子滅棄倫常者相類乎？84  

謝文洊在程山講堂的學則中，特別強調士人在家「孝父母、友兄弟、撫妻子、

畜婢僕」等實踐工夫的必要性，絕不可躐等。85 他雖頗佩服羅洪先，但對於羅洪

                                                 
77 關於謝文洊的生平與學問要旨，見呂妙芬，〈從儒釋耶三教會遇的背景閱讀謝文洊〉，《新史

學》，23.1（臺北：2012），頁 105-158。 
78 謝文洊以儒家在日用行事中的實踐工夫為順法，以禪宗尋本來面目的工夫為逆法，認為理學傳統

中觀未發氣象或向內求本體之工夫，均有墮入禪宗之嫌。謝文洊，《謝程山集》，《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集部第 209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三十年刻謝程

山先生全書影印），卷 9，頁 36a、39a-39b；卷 1，頁 27a；卷 3，頁 74b-75a。 
79 謝文洊重視主敬涵養的工夫，但對於虛靜光景很警惕，例見同前引，卷 1，頁 30b-31a；卷 3，頁

22a、34b-35a。 
80 批評佛教為滅倫絕類之教，見謝文洊的門人傅同人所著〈禪根論〉，此文經謝文洊校正，收入

《謝程山集》。同前引，卷 8，頁 1a-5a。 
81 同前引，卷 1，頁 3a-3b。 
82 同前引，卷 9，〈癸巳復南城劉子淳書〉，頁 22b-23a。 
83 同前引，頁 23b。 
84 同前引，〈戊戌答彭躬菴書〉，頁 36a。 
85 同前引，卷 7，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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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長期離家獨居石蓮洞的求道行徑，仍不免有微詞。86 在他看來，凡欲遠離人群

至山中養靜者，均是「擔當不力，敬畏不密」，因為聖賢之教只有在日用當下做工

夫，絕無別尋靜境之理。87 而在寫給彭任 (1624-1708) 的信中，謝文洊也特別說

明，處家庭之事非以才力或聰明可勝，亦不在高談性命、侈言經術，只有靠真誠惻

怛之心實地去行，反而更加精微純粹；又說：「舍孝友而踐履，則踐履為馳騖

耳。」88 由上可見，謝文洊與周汝登、潘平格一樣，都認為儒學成聖工夫不可能

離開家庭這個道場，儒者從事個人不朽生命的追求，唯有在日用中盡人倫之實踐。 

王夫之 (1619-1692) 對仁、孝的看法不同於多數陽明後學，也不同於潘平格。

他不認為孝可以涵括眾德，也反對把孝提到明德本體的層次，或將孝的工夫等同於

求仁盡性的本體工夫，他說如此是模糊理一分殊、家國殊等的道理，終將落入禪學

的陷阱。89 他看重儒學有差等、不可躐等的人倫關係，這一點與程朱接近，他在

對〈乾稱篇〉（即〈西銘〉）的說明中清楚表達了這樣的思想。他從周敦頤〈太極

圖說〉說起，認為〈太極圖說〉所言天地萬物生成之本，雖能洞悉人生命源頭崇高

的一面，卻容易躐等而忽略本身父母與當世人倫，誤以為「人可以不父其父而父

天，不母其母而母地」，故〈西銘〉最重要的貢獻，正如程頤 (1033-1107) 所言，

乃在陳明理一分殊的道理。90 他又說張載不曰「天吾父，地吾母」，而曰「乾稱

父，坤稱母」，是有深意的。因為： 

從其大者而言之，則乾坤為父母，人物之胥生，生於天地之德也固然

矣；從其切者而言之，則別無所謂乾，父即生我之乾，別無所謂坤，母

即成我之坤。……盡敬以事父，則可以事天者在是；盡愛以事母，則可

以事地者在是；守身以事親，則所以存心養性而事天者在是；推仁孝而

有兄弟之恩、夫婦之義、君臣之道、朋友之交，則所以體天地而仁民愛

物者在是。人之與天，理氣一也，而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者。父母之生

我，使我有形色以具天性者也，理在氣之中，而氣為父母之所自分，則

即父母而溯之，其德通於天地也，無有間矣。若舍父母而親天地，雖極

                                                 
86 謝文洊認為羅洪先之學尚空寂超脫的一面，但又佩服他處理邑中賦役之事的能力。同前引，卷 3，

頁 21a-21b。 
87 同前引，卷 1，頁 32a。 
88 同前引，卷 9，〈丙申答易堂彭中叔書〉，頁 31a-32a。 
89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頁 38-39。 
90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船山全書》第 12冊（長沙：嶽麓書社，1992），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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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以擴大而企及之，而非有惻怛不容己之心動於所不可昧，是故於父

而知乾元之大也，於母而知坤元之至也。……則父母之外，天地之高明

博厚，非可躐等而與之親，而父之為乾，母之為坤，不能離此以求天地

之德，亦昭然矣。91  

就創造的本源而言，人與萬物均生於天地之德，故以乾坤為大父母。但是，就切近

者而言，人人均為父母所生，在家庭中成長，不僅氣質身體源於父母，人對父母愛

敬之自然情感（惻怛不容已之心），更是道德本性的自然流露，也是道德修養的基

礎。故王夫之主張，只有即父母而溯之（本愛敬之心行道德工夫），才是聖學的正

途；除卻父母之外，人不可躐等與天地相親，人也不可能離開父母以求天地之德。

以上這段話清楚表達了王夫之的基本立場：儒學永遠不可越過肉身父母、違離家庭

人倫，而逕探個人心性本原，以求直契於天地大父母。儒家聖人之學必須通過切實

在家中盡孝，才能真正達致窮神知化、致中和、天地位育之大用。92 

浙江的王嗣槐（1620 生）不僅反對〈太極圖說〉，93 也不欣賞〈西銘〉，他

批評〈西銘〉有失聖門「親疏有別」、「親親之仁根於本性」的教導。他說上古聖

賢雖有顧念同胞之意，卻未嘗敢稱同胞為兄弟，他也強調仁民之仁不等同於吾親親

之仁，又說「民吾同胞」這種話連聖人都無法做到，孔子必不輕許。94 王嗣槐說： 

今橫渠父天母地，民胞物與，原以天地萬物一體為仁，無所分殊而始大

也。以無所分殊為大，自必以有所分殊為小矣。以有所分殊為小，自必

                                                 
91 同前引，卷 9，〈乾稱篇上〉，頁 352-353。 
92 「然濂溪周子首為〈太極圖說〉，以究天人合一之原，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實，而

以其神化之粹精為性，乃以為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非陰陽變化自然之秩敘而不可違。然所疑

者，自太極分為兩儀，運為五行，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乾、坤之大德，資生資始；則人皆

天地之生，而父母特其所禪之幾，則人可以不父其父而父天，不母其母而母地，與六經、

《語》、《孟》之言相為蹠盭，而與釋氏真如緣起之說雖異而同。則濂溪之旨，必有為推本天親

合一者，而後可以合乎人心，順乎天理而無敝；故張子此篇不容不作，而程子一本之說，誠得其

立言之奧而釋學者之疑。」同前引，頁 351-352。 
93 王嗣槐認為無極而太極之說混淆有無，與儒學言有不言無之基本立場不符，其他尚有許多詳細的

論辯，見王嗣槐，《太極圖說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 冊（臺南：莊嚴文化，

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影印）；呂妙芬，〈王嗣槐《太極圖說論》研

究〉，《臺大文史哲學報》，79（臺北：2013），頁 1-34。 
94 王嗣槐，《太極圖說論》，卷 4，〈太極圖說辨仁論十九〉、〈太極圖說辨仁論二十〉，頁 1a-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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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子其子為小矣。……推橫渠之意，以仁之為

言公也，至公者莫如天地，反而言之為無私，無私者莫如天地。人苟一

理而不以大公盡之，則非天地之仁矣；苟一事而不以無私推之，則非天

地之仁矣。非天地之仁，即非吾體天地之仁以為仁矣。95 

王嗣槐反對張載的說法，他認為若要推到大公無私的境界言仁，不僅人做不到，也

違背儒學對人性的看法，反而接近墨、釋之說。於人所不能及處言仁，看似至公，

實為不公；孝弟親情本於天理，雖是私情，卻是至公之情，也是道德的根本。96 

簡言之，王嗣槐堅守有差等的愛才符合人性與天理，相信人不可能違背天理、不根

於道德本性而行善，故孝弟等家庭人倫即人類仁義本性之彰顯，也是個人成德與仁

民愛物之本。他對於「先之以人倫，而天德在其中，成己成物亦在其中」的道理有

清楚的說明，且一再強調：人道即天道、事父母猶事天地；聖人只是通過孝事父

母，才有可能通乎神明。97 

竇克勤是耿介的學生，也是清初河南地區重要的理學家與講學領袖。98 他認

為處家庭之間是進道之始基，99 其晚年的著作《事親庸言》旨在闡明事親之道即

聖賢之道，日用人倫看似平常，卻是千聖心傳、百王之道法所繫，也是天下之定

理。100 全書以「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開卷，強調仁人事天與孝子事親之道

無二，均秉天賦之性以盡乎當然之理。論到〈西銘〉則曰： 

〈西銘〉之意在即事親以明事天。愚謂非熟於事親之道，則事天之道固

不可得而知也；非得乎事天之道，則事親之道亦固不可得而盡也。101 

                                                 
95 同前引，〈太極圖說辨仁論二十〉，頁 12a-13a。 
96 同前引，頁 14a-14b。 
97 王嗣槐說古代聖王之制，四十強而仕，並非因無青年之才，而是考慮到家中有親，不忍奪之；又

說「孟子以父母俱存，王天下不與。雞豚足以逮親，雖抱關擊柝，弗為之矣」，可見其對家庭倫

職之重視。同前引，卷 14，〈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四〉、〈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八〉，頁 7a-

13a；卷 13，頁 7b-8a。 
98 關於清初河南地區的講學，參見呂妙芬，〈清初河南的理學復興與孝弟禮法教育〉，收入高明士

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77-223。 
99 竇克勤，《尋樂堂日錄》，《歷代日記叢鈔》第 11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據清康熙六

十一年朱陽竇氏刻本影印），卷 3，頁 42a。 
100 竇容莊，〈校刊事親庸言紀略〉，收入竇克勤，《事親庸言》（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康熙六十年序

刊本），卷首，頁 1a。 
101 竇克勤，《事親庸言》，卷 1，頁 40a-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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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親庸言》除前三卷講事親如事天、孝弟為仁之本、當尊事父師君之理外，其餘

內容主要都與如何在居家生活中致孝、避免不孝之行為有關。此書的內容反映清初

河南理學學風，102 強調以事親實事為學道成聖之階，此即竇容莊所謂「人於綱常

名教無虧欠，庶可於聖賢道路尋轍跡。」103 

陳確 (1604-1677) 同樣嚴闢佛教，反對向內求本來面目的工夫取徑。他指斥朱

子「一旦豁然貫通」之說是誘天下而為禪，104 批評宋明理學陷入高談性命、求知

天而不求知人之弊病，堅持聖學必須在人倫日用中實踐，故其學詳論人倫而不敢泛

論天道。105 他說孝弟就是人的本性，是仁義禮智之本，106 又說孔子「所謂時習之

學，決自學為人子、學為人弟始矣。君子雖無所不學，要必以孝弟忠信為本」。107 

從陳確文集中許多討論養生送死、喪葬服制、廟祭禮儀、事親儀節的文字，即可知

其對家庭人倫的重視；108 而從其多次談論舜之大德乃根於孝而行於家庭之間，又

說顏子企慕舜之大孝，109 亦可見他心目中始終不離家庭人倫的儒家聖人形象。 

另外，陸世儀 (1611-1672) 說：「人謂出家修道，愚謂只出家，便不是道。」110 

毛先舒 (1620-1688) 也以「盡人倫」來區別儒學與其他宗教。111 他說舜與文王之

事親，都行於日常之際。佛教出家了究生死以救度父母之說，荒茫不可知，其行為

已傷父母之心，忍心離棄父母的作法已是害性之舉，他因而斷言：一個人若寧願不

了生死，而不忍離其親者，其性敦厚，反而有可能了究生死。112 又說：「倫常本

于性命」、「盡倫常處即是完性命處」、113「聖人格物欲而盡倫常，則性命完而復

                                                 
102 關於清初河南理學學風，參見呂妙芬，〈清初河南的理學復興與孝弟禮法教育〉，頁 177-223。 
103 竇容莊，〈校刊事親庸言紀略〉，收入竇克勤，《事親庸言》，卷首，頁 1a。 
104 陳確，《陳確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禪障〉、〈與劉伯繩書〉、〈翠薄山房

帖〉，頁 444-446、464-472、564。 
105 同前引，別集，卷 5，〈答朱康流書〉，頁 472-475。 
106 陳確反對程頤「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的看法，認為孝弟是人的本性。同前引，卷 12，

〈學而第一疏略〉，頁 539。 
107 同前引，頁 538-539。 
108 陳確著有《葬書》、《新婦譜補》、家約，以及討論喪禮服制等問題，俱見《陳確集》。 
109 陳確談論舜的文字相當多，也多次說「顏子獨喜學舜」，例見陳確，《陳確集》，上冊，頁

63、109-110；下冊，頁 416-417、420-423、536-538、542、548-550。 
110 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 1，頁 15b。 
111 毛先舒，《東苑文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11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北京

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影印），下卷，〈聖人之教說一〉、〈聖人之教說二〉，頁

15b-17b。 
112 毛先舒，《小匡文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11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據北京

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影印），卷 2，〈論佛〉，頁 10a-11b。 
113 毛先舒，《聖學真語》，《思古堂十四種書》（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初寫本），卷 2，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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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於太極之理，無生無死矣，此古聖賢了生死之正法也」。而所謂盡倫常，則不僅

要按儒家之禮克盡養生送死之責，並要使自己的後裔家族能延續此禮，不入他教。114 

以嚴厲批判理學著名的顏元 (1635-1704)，堅持以嚴謹的家禮實踐來矯治理學之

弊。筆者曾在另文中討論顏元思想中家庭、婚姻、生育都具有神聖意涵，顏李學派

學者們每天以幾近苛刻的家居禮儀來規馴自己、活化古聖傳統、矯治儒學內涵的作

為。在他們的為學藍圖中，家庭就是儒學修德成聖的道場。115 

強調事天、告天的許三禮，每天自省的十六句心銘充分體現事天即事親的理

念：「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父兮母兮，生我劬勞，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116 儘管他重視事天之學，他完全沒有輕忽平日事親的實踐，並

嚴厲批判佛教坐靜觀空的修練，更反對理學家靜坐的心性工夫。117 他說： 

人身之親有二，有本生父母，堂上二人是也；有眾生大父母，天地生成

是也。人但知事父母，卻不知事天地；人亦有時知畏天地，卻不能念念

時時視天地如父母，是把天地、父母判為二事，終非仁孝極致。豈知仁

人為能饗帝，與孝子為能饗親，總是一氣相通，一誠所感，何嘗有二？118 

許三禮雖未強調事本生父母為事天之前提，不過他顯然不容許把天地與父母判為二

事，只講求事天地一邊的作法。他又說：「吾黨今日講明聖學，無非欲立全體、致

大用，而次第施為，未有不自敦篤人倫始。」119 可見就實際的工夫次第而言，許

三禮仍以家庭人倫為聖學起手處。 

類似地，王啓元也批評內修重悟的性命之學，並指出儒學與佛教最大的差異即

在於儒學謹守綱常倫理，並付諸實踐，佛教卻講究一悟即了： 

                                                 
114 又云：「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純乎仁，便了生死。」毛先舒，《螺峰說

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95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

思古堂十四種書本影印），上卷，頁 1b、13b、14b、19b。 
115 呂妙芬，〈顏元生命思想中的家禮實踐與「家庭」的意涵〉，收入高明士編，《東亞傳統家禮、

教育與國法（一）：家族、家禮與教育》（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43-196。 
116 許三禮，《天中許子政學合一集》，頁 467。 
117 「嘗閱前輩講學有以明善為宗者，大部語錄無數論辨，全無一語及於倫常，竟涉明心見性一邊，

其說是矣，而未盡也。」同前引。 
118 同前引。 
119 同前引，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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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佛法以君臣父子為世法、為常道，欲掃而空之，故可一悟即了，一

超直入。儒者以君臣父子為大恩、為大義，故必行而後盡，斷斷乎必不

可一悟即了，一超直入者。此儒、佛之分，千載未決之公案也。120 

清初這類的說法非常普遍，例如魏象樞 (1617-1687)：「五倫之外無道。」121 

朱用純 (1617-1688)：「五倫之外更無人，五常之外更無道。」122 申涵光 (1618-

1677)：「真理學從五倫作起。」123 祝文彥：「聖人教人止是孝弟言行，……若深

參性命、究極天人，恐非聖教本旨。」124 陸隴其 (1630-1692)：「君子以友輔仁，

共勉於五倫之躬行而已，不必提宗也。」125 李光地 (1642-1718) 以人之異於禽獸

者在人倫，又說：「道非他，即子臣弟友是也。……日用之間，瑣碎節目即是小，

其根極天命，至於神化處即是大。」126 桑調元 (1695-1765) 說聖學大要乃著力於

五倫，又說：「一倫未盡即悖天」。127 汪縉 (1725-1797) 說孔氏之道貫徹三界，

相信「縱生天上，天上自有五倫，自有庶物」。王嗣槐也相信天地一道、幽明一

理，忠孝等世道人倫即鬼神賞罰之判準。128 楊屾 (1699-1794) 則以「盡倫」作為

人死後靈魂上升帝庭享樂或下沉欲囿受苦的判準。129 

上述這些十七世紀中國儒者的言論，明顯反映了對晚明學風的反省與修正，其

中許多人都是在鮮明闢佛的立場下，重新思考儒學的內涵。即使像周汝登是傾向融

通三教的學者，也十分強調家庭職責與人倫的重要性。他們嚴辨儒佛、拒斥靜坐悟

                                                 
120 王啓元，《清署經談》，卷 16，頁 49b。 
121 魏象樞，《庸言》，《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94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康熙

刻說鈴續集本影印），頁 165。 
122 朱用純，《毋欺錄》，《叢書集成續編》子部第 77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據小石山房叢

書影印），頁 11b。 
123 申涵光，《荊園語錄》，《叢書集成續編》子部第 77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據嘯園叢書

影印），卷上，頁 8a。 
124 祝文彥，《慶符堂集理學就正言》（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序刊本），卷 1，頁 13a。 
125 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

康熙四十年琴川書屋刻本影印），卷 3，〈東林會約說〉，頁 26a。 
126 李光地，《榕村語錄》，《理學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7，頁 119。 
127 桑調元，《弢甫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7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

隆刻本影印），卷 17，〈道山書院學規〉，頁 10a-10b。 
128 汪縉，《汪子文錄》，《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3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山

東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三年張杓等刻本影印），卷 5，〈與羅臺山二〉，頁 11b；王嗣槐，《太極

圖說論》，卷 2，〈太極圖說鬼神論十〉、〈太極圖說鬼神論十一〉，頁 14a-27a。 
129 關於楊屾之學的討論，參見呂妙芬，〈楊屾《知本提綱》研究：十八世紀儒學與外來宗教融合之

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0（臺北：2012），頁 8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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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工夫取徑、強調日用人倫的平實工夫，把儒家聖賢之學與居家生活的人倫實踐

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他們的詮釋下，即使儒家聖賢之學仍以求仁復性為主軸、

仍要有沉潛不懈的心性工夫、仍應體驗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甚至強調儒學要尊天、

事天，但這一切都不能離開家庭而另闢修身之道場，也都必須以克盡家庭倫職為前

提。130 這樣的儒家聖學，在教義上並沒有觸及個人求道與家庭責任之間的衝突，

因為前者必須完全以後者為前提。求道者必須在家庭人倫中求道，個人心性修養永

遠要以克盡家庭倫職為必要條件，個人永遠不能捨離家庭這個焠煉生命的場域而成

聖。此從儒者詮釋舜之大孝也可清楚看出，無論家庭環境如何困難危險、家人多麼

惡毒兇殘，每個人的家庭與親人都是天所賦予的命定，人只能帶著這樣的命定條件

走一條成聖之路。131 

四、結論 

本文討論明清之際儒學思想中家庭、家庭人倫與成聖的關係。明清之際的儒學

在修正晚明陽明學、區辨儒學與二氏方面，有鮮明的意圖與重要的論述。除了嚴厲

批判晚明向內靜修以悟道的工夫型態之外，清初儒者也更加強調家庭價值：他們重

申家庭人倫的重要性，強調家庭是儒者修德之場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克盡人倫之

職，以孝親實事出發，才是入聖之階。與其他宗教不同，儒學雖然也重視個人道德

修養與成聖的追求，但成聖是以克盡家庭倫職為前提；或者說每個人的家庭是其命

定的一部分，儒者成聖之道永遠不可能捨離此命定，唯有在事親盡孝之中，才有可

能成仁成聖。而與此同時，儒者對於聖賢的描述也更強調孝子的形象；即使沒有史

                                                 
130 此與周可真研究顧炎武思想之心得相呼應，他指出顧炎武新仁學的內容包括「以盡人事為天職的

性命觀」。周可真，《明清之際新仁學──顧炎武思想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6），頁 88-91。事實上，佛教也有類似的強調。例如，彌勒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

人不識，不用金彩粧成，非是旃檀雕刻，即今現在雙親，就是釋迦彌佛。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

求功德。」不過儒者批評佛教時，總強調其廢倫常的一面，例如毛先舒就認為佛與儒對於性之認

識無大差別，惟佛氏究性命而廢倫常，不知倫常即性命之用，故偏。嚴有穀，《嗜退菴語存》

（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康熙十六年序刊本），卷 3，頁 22a；毛先舒，《螺峰說錄》，下卷，頁 9b-

10a。 
131 關於舜孝故事在歷史上的發展，及其與儒學道德意涵的探討，參見陳泳超，《堯舜傳說研究》

（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吳冠宏，《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試詮──以舜、甯武

子、顏淵與黃憲為釋例》（臺北：里仁書局，2000），第 2章，頁 59-101；周甲辰，《舜帝傳說

與傳統道德的深層建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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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佐證，他們仍要極力地闡揚孔子、顏回之大孝，正因為深信五倫即是天理、孝弟

為入聖之階，故聖賢必定要是孝子。儒學走過晚明融會三教、心性主體高峰後，再

次定位於家庭日用人倫中的聖賢之教。而回歸日用人倫的同時，儒者並未放棄對天

理與道德本性的信念與重視，許多人甚至更多講求尊天與事天之學。 

 

（責任校對：王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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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Does a conflict exist between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morality and familial obligations in Confucian discourse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ow important are the family and the fulfillment of familial 

obligations in Confucian moral cultivation? In terms of learning to become a sage, 

what relationship obtains between the cultivation of one’s mind-heart and familial 

ethics? If the fulfillment of familial ethics is required for Confucian sagely learning, 

how is it represented in the images of Confucian sages?  

By investigating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early Qing Confucians 

tended to reject the internal practice of the mind-heart and instea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fulfilling familial obligations. They claimed that Confucian sagely 

learning had to be realized within the household, arguing that a person could never 

abandon his familial obligations in order to engage in sagely learning. In other words, 

filial piety was viewed as a requirement for sagehoo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idea, 

early Qing Confucians highlighted filial piety in their writings about past Confucian 

sage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strong evidence, scholars of the time argued that 

Confucius and Yan Hui had achieved great filial piety.  

In a departure from the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mind-heart and Three Teaching 

syncretism popular in the late Ming, early Qing Confucianism thus re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ial ethics. Despite this, however, the concepts of a moral heaven 

and an inherently good human nature were not abandoned, and they continu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of the period. 

Key words: Ming-Qing Transition, Confucianism, sage, filial piety, famili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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